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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時流——從學術觀念與詮釋方法探討 

陳寅恪的音韻學研究 

王松木 ∗ 
（收稿日期：111 年 7 月 5 日；接受刊登日期：111 年 10 月 13 日） 

提要 

陳寅恪雖以史學見長，但其人博學多識、旁搜遠紹，早年遊學海外，深受德國古典語

文學之薰陶，在〈四聲三問〉、〈東晉南朝之吳語〉、〈從史實論切韻〉等文章中所展現

的觀念與方法，對於漢語音韻學未來之開展，實有值得借鑑取法之處。本文擬以陳寅恪的

音韻學研究為主要闡述對象，分析陳寅恪的學術淵源、治學方法及其影響與啟示，申論陳

寅恪音韻學體現之人文特色，有異於高本漢的「語音史」模式，能夠開拓學術新範疇、補

前修之未逮，足以示後人以軌則，堪為未來漢語音韻學轉型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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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非主流的音韻學家 

陳寅恪（1890-1969）以史學成就享譽學界，其治學始終以「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作為圭臬，對於自身的治學理念與學術路徑，曾自剖曰：「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

為牛後」1、「論學論治，迥異時流」2。正是基於此種自主創新之信念，故往往能有獨闢

蹊徑、不落俗套之卓見。 

陳寅恪治學範圍寬廣，除史學外，在音韻學上亦有深厚的造詣，無論舊派之乾嘉考據

學，或新派之高本漢「語音史」模式，均有相當程度的認識。3雖然陳寅恪正式發表的音

韻學專文不多，僅見〈四聲三問〉、〈東晉南朝之吳語〉、〈從史實論切韻〉三篇，但今

日讀來，仍不失為立論新穎、擲地有聲之佳作。然而，十分弔詭的是，陳寅恪非但未曾以

音韻學家自居，且似乎刻意與音韻學主流群體保持距離，4故在論及音韻問題時，每每於

文章開頭便自謙曰： 

 

寅恪於音韻之學，無所通解，故不敢妄說。……凡所討論，大抵皆屬於史實之範圍，

至於音韻學之專門性質者，則少涉及。此非唯謹守「不知為不知」之古訓，亦藉以

藏拙云爾。5 

 

                             
1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1942）：「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

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

於其間。」陳寅恪：《寒柳堂集》，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一）》（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頁

144。 
2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

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

迥異時流，而迫於時勢，噤不得發。」陳寅恪：《寒柳堂集》，頁 150。 
3  陳寅恪是較早接觸高本漢學說的中國學者之一，在〈致容庚〉（約 1928 年）信件中，陳寅恪向容庚

（《燕京學報》主編）推薦朱芳圃翻譯日人評論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的文章，提及：「弟以為高本

漢之音韻學風靡一世，評論其書之文尚不多見，似宜介紹於中國學術界。」陳寅恪：《陳寅恪集•書

信集》（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15 年），頁 8。 
4  當代漢語音韻學主流係以高本漢、趙元任為代表的「語音史」典範。陳寅恪的音韻學偏向「語文學」

（philology）範疇，與高本漢、趙元任的「語言學」（linguistic）路徑有所差別。 
5  此段文字引自〈從史實論切韻〉，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一）》（臺

北：里仁書局，1981 年 3 月），頁 342。在〈四聲三問〉、〈東晉南朝之吳語〉兩篇音韻學論文中，開

篇首段亦有類似的話語，這儼然已成為陳寅恪討論音韻學問題時的固定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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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韻研究並非陳寅恪治學之重點，只能算是在史學本株上所萌生的一朵奇葩。正因如

此，今人鮮少關注陳寅恪在音韻學上的創見與影響。6然而，所謂「旁觀者清」，陳寅恪

立足於音韻學主流群體之外，以文化史觀點詮釋中古音韻學文獻，反倒更能看清文本中可

疑的細節，從而提出顛覆舊說之創見。許世瑛（1910-1972）曾得陳寅恪親炙，7對其治學

精妙之處有深刻的體會，在〈敬悼陳寅恪老師〉一文中，許世瑛講述陳寅恪音韻研究之特

色，云： 

 

寅恪師並非是一位語言學家，但他寫的〈四聲三問〉一篇論文，確是一篇千古不朽

的論著，每次我講「四聲」的時候，一定向同學介紹寅恪師這篇大著。同時我還向

同學們談談寅恪師的為人，告訴他們說：「你們的太老師陳寅恪先生是一位世界著

名的權威學者，他的治學方法和態度是科學的、公正的、縝密的、嚴謹的。他的論

述新而不怪，奇而不邪，只要讀過他的論述的人無不唯唯稱是，欣然接受他的論斷。

8 
 

許世瑛對於陳寅恪的評論僅是課堂上隨口提及，未能深入闡釋，不免令人好奇，諸如： 

 

（一）陳寅恪既非語言學家，如何寫出「千古不朽」的音韻學論著？ 

（二）陳寅恪的治學進路為何？對於音韻學之選題、立論，有何影響？ 

（三）陳寅恪之音韻學研究模式，有何「新」、「奇」之處？如何理解與評價？對

於後來學者有何啟發？ 

 
為了嘗試解開上述疑惑，本文擬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著眼，以陳寅恪「迥異時流」的

音韻學為對象，一方面探究陳寅恪之語言觀與方法論；一方面評價陳寅恪音韻學之學術成

果，從而觀察其如何立足於「文化」本位反思漢語的特質，以及如何從文化史角度呈顯中

古士族對漢語音韻系統的認知。 

 

                             
6  據個人所見，在少數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研究中，當以平田昌司：〈讀陳寅恪《四聲三問》〉，《學人》

第 10 輯（1996 年 9 月），頁 197-217，林燕：〈陳寅恪的語言思想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第

17 卷 5 期（2016 年 9 月），頁 55-62，二文最值得注意。 
7  許世瑛學術研究的選題方向深受陳寅恪影響，請參閱楊焄：〈許世瑛與陳寅恪：文章背後的學緣〉，

收入《卻顧所來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年），頁 138-146。 
8  許世瑛：《談陳寅恪•敬悼陳寅恪老師》（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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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念與方法 

陳寅恪的學術成果集中在三大領域—東方語文學、中古文化史、古典詩文考釋與評

論。綜觀陳寅恪一生的學術歷程，其治學方向經歷過三次重大的轉向，余英時稱之為「史

學三變」。9 

自 1932 年之後，陳寅恪毅然「捐棄故技」，不在歐洲東方學擅長之領域與西人爭勝，

轉而投入中古文化史之研究，開啟「考據實證」與「義理詮釋」並重之史學新路徑。陳寅

恪的音韻學論文，正是中古文化史研究的副產品。觀察各篇音韻學論文之撰成時間，皆介

於 1934 年至 1948 年之間，且均以「文化史」視域詮釋史籍文本中的音韻現象，陳寅恪〈四

聲三問〉清楚表明：「凡所討論，大抵屬於中古文化史常識之範圍」。10 

民國初年，主流音韻學家承繼著清代漢學家的路徑，並引入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將

音韻學研究推向更科學化、形式化的境地，因而也就越來越遠離人文思想。陳寅恪兼通乾

嘉考據學與德國語文學，但卻能自覺超越實證考證之狹隘格局，11以「文化」為依歸，以

建立「新宋學」為理想目標。12 

相較於當時新舊兩派的學者，陳寅恪對西學的態度卻顯得冷靜而理性，即其所謂「轉

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軾而觀士戲者」（朱延豐《突厥通史》序），既不同於「歐

                             
9  陳寅恪的治學旨趣不變，但研究課題則順應自身學養、社會環境、教學需求、個人健康等因素而有

所調整。余英時根據陳寅恪史學思想之轉變，將其治學歷程切分成三個階段，依序為：1.「殊族之

文，塞外之史」（1923-1932）；2.「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33-1949）；3.「心史」（1949-1969）。
陳寅恪的音韻學論文為「第二變」階段之作品。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試論陳寅恪的史學

三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9 年），頁 315-358。 
10  陳寅恪：〈四聲三問〉，《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28。 
11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剖析清代史學不振的原因，並批評清季經學家之欠缺系統、奇詭

悠謬，有如圖畫鬼物一般，云：「獨清代之經學與史學，俱為考據之學，故治其學者，亦並號為樸學

之徒。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具體，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

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

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二）》（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238。 
12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1943）闡述個人對文化演變遷的看法，並以建立「新宋學」作

為文化復興之標竿：「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盪及外緣薰習之

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

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

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

又可庇蔭百十人矣。」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45。陳寅恪對於「宋學」之推崇，始終

如一，晚年在〈贈蔣秉南序〉（1964）再度重申宋朝文化之可貴，云：「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

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

朝之文化，竟為我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陳寅恪：《寒柳堂集》，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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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派」之激進，也不同於「國粹派」之保守，而傾向於同情「學衡派」，其立場介於激進

與保守之間。正因如此，陳寅恪能以較超然客觀的態度看待西方文化之輸入，不為社會集

體迷思所蒙蔽，清醒地認識引入西方學理之利弊得失。13陳寅恪的治學始終以重振「文化」

為標的，並以「文化」視域來詮釋歷史發展之態勢，此種以「文化」為本位所構築的學術

體系，傅璇琮稱之為「文化史的批評」。14處在當時歐化風氣瀰漫的時局，陳寅恪維護中

國傳統文化的立場，相對顯得過時保守、復古僵化，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然而，站在今日

立場，以事後諸葛的眼光評議，或許陳寅恪文化觀才是真能預時代之新潮流，真能示來人

以軌則。15  

語言是「複雜的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語言既有生理、心理的基

礎，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是以語言既能呈顯世界普適之「共性」，但也反映著民

族精神之「殊性」。就社會功能而言，語言不僅是人我互動的溝通媒介，也是區別異己的

身份表徵。試想：陳寅恪從文化史角度審視語言，對於漢語結構有何獨特認知？在研究方

法上有何特殊見解？這對漢語音韻學研究可能帶來何種啟發與影響？當前漢語音韻學隱

然已浮現疲弊之態，上述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探究與省思。 

（一）語言觀—語言之民族殊性 

語言既有多元面向，究竟哪些語言現象值得觀察？哪些語言問題具有詮釋的價值呢？

這當取決於研究者抱持著何種「語言觀」。以趙元任為代表的新派學者傾向於將語言視為

交際工具，故多依循結構主義的形式語言學，注重描寫語言的發音特徵、聽覺感受；相較

                             
13  1935 年，陳寅恪研讀《高僧傳》，論及佛典之翻譯與傳播，曾有感而發：「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

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環境之故，轉可發揮其特性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

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展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吾

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其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

其文化本原。研究本原首在通達其言語，中亞語言與天竺同源，雖方言小異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

語之於拉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1997 年），頁 86。 
14  傅璇琮指出：「作為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是有他的學術體系的，這個體系，不妨稱之為對歷史演進

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評。無論是他的中國中古史的研究、宗教史研究、語言學的研究，以及古典文學

的研究，在根本觀點上，無不與他的這種文化史批評相聯繫。」傅璇琮：〈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

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國文化》第 1 期（1989 年 2 月），頁 79。 
15  余英時〈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云：「『五四』以後，思想主流受實證論與社會進化論的影響極深，反

中國文化傳統的潮流愈演愈烈，而陳寅恪卻逆流而行，正如吳宓所說，他繼續主張『中國文化本位

論』並『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他當然可以當『文化保守主

義者』的稱號而無愧。……在意識形態之爭基本上已告結束的今天，陳寅恪的文化觀反而和新一代

的世界文化思潮越來越接近。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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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陳寅恪則將語言視為民族文化之表徵，較為貼近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一脈的德國古典語文學，16故多聚焦於理解語言的社會文化功能，與當代功能

主義之語用學（pragmatics）、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較為相近。 

洪堡特的「語言世界觀」（Weltansicht）17與傳統的「語言工具觀」相比，主要差異

為何？林遠澤試著將二者加以對比，18茲將其整理歸納的結果徵引如下： 

 

 亞里斯多德-萊布尼茲觀點 洪堡特觀點 

對語言本質的

看法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記號系統 語言是建構思想的器官 

語言是傳達思想的媒介或工具 語言是思想的可能性條件 

語言的差異只是聲音的差異 語言的差異是世界觀的差異 

對普遍語言學

任務的界定 

普遍的語言學應研究思想之抽象

形式的邏輯——語法學 

應建立一門「普遍的歷史語言學」

研究語言有機體的運作程序 

語言的比較研究預設有一原始語

言（Ursprache） 

語言的比較研究僅預設在語言溝

通中的普遍可理解性 

由此可探討民族遷移分化的「自

然史現象」 

由此可以展現人類精神發展之各

個側面表現的「智性—目的論現

象」 

 

儘管陳寅恪未曾確切表明，但觀察其史學思想與考據方法，並考量其留學柏林大學的

經歷，或可推斷陳寅恪多少受到洪堡特語言哲學觀的影響，故多從文化史的視域詮釋語文

                             
16  威廉•洪堡特是德國知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與政治家。洪堡特於 1810 年創建柏林大學，提出以「寂

寞」與「自由」作為大學的基本組織原則，強調科學研究有其超越實用的崇高價值，且不應受到意

識形態與功利效益之羈絆，此種獨立自主的治學精神，即陳寅恪所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

理因得以發揚」。關於洪堡特其人其學之詳細介紹，請參見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語言

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 年），頁 1-235。 
17  十九世紀初，德國洪堡特提出「語言世界觀」概念，認為各民族不同的語言結構形式，即是不同世

界觀的表徵，在〈論與語言發展的不同時期有關的比較語言研究〉中，指出：「語言的差異並非只是

聲音與記號的差異，而是世界觀（Weltansicht）自身的差異。所有語言研究的基礎與最終目的都包

含在這裡面。」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譯注：《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頁 29。 
18  林遠澤：《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年），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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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9體現德國古典語文學的人文主義傳統，20而與趙元任等人所推崇的高本漢「語音

史」研究模式——以擬構古代漢語音系、歸納音變規律為要務，21截然有別。 

二十世紀初期，主流漢語研究者依循「語言工具觀」之慣性思維，認同語言研究是一

門「科學」，研究者必須選擇能反映口語的真實材料，對於那些摻雜個人主觀意念的文本，

流於虛妄迷亂、穿鑿附會，無法據以有效重構古代語言，故多直接予以汰除。22相對而言，

陳寅恪傾向從古典語文學的人文視角觀看，認為「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今人

看似謬妄無理之說法，若能將文本置回古代的情境中，與古人站在同一立場思考，釐清古

人著述之意圖與目的，這類看似主觀迷亂、思維混沌的文本，其研究價值將產生「格式塔

翻轉」（gestalt shift），從不科學、不客觀、不精確的「假材料」，頓時蛻變成足以窺探

古人心智與理想之「真材料」。在〈大乘義章書後〉（1930）中，指出： 

 

嘗謂世間往往有一類學說，以歷史語言學論，固為謬妄，而以哲學思想論，未始非

進步者。如《易》非卜筮象數之書，王輔嗣、程伊川之注傳，雖與《易》之本義不

符，然為一種哲學思想之書，或竟勝於正確之訓詁。……，要在從何方面觀察評論

之耳。23 

 

陳寅恪迥異時流的語言觀，雖能廓清主流學說之思維盲點，洞察到常人眼中的「假材

料」在思想史研究上所潛藏的「真價值」，但宣揚此種違逆主流思潮的異見，卻也容易讓

自身陷入曲高和寡、難有知音的窘境。1932 年爆發的「對對子」風波，24即是讓陳寅恪飽

受非議的具體事證。 

                             
19  林燕也留意到：「Humboldt 的觀點與陳寅恪有關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關係的認識是一致的。民族是

以一個確定的方式構成語言的人類群體，人類所具有的本性的發展取決於語言的發展，民族語言與

民族精神之間是緊密聯繫、不可分割的。」林燕：〈陳寅恪的語言思想研究〉，頁 58。 
20  童慶生指出：「德國語文學的傳統根植於德國學術中特有的歷史人文關懷，在這一偉大的傳統中，赫

爾德和稍後的施勒格爾兄弟（A.W. Schlegel 和 F. Schlegel）都認為歷史的發展體現在個體的民族精

神（Volksgeist）之中，並將此定義為語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題。」童慶生：《漢語的意義——語

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北京：三聯書店，2019 年），頁 63。 
21  瑞典•高本漢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

頁 13。 
22  羅常培持現代科學理性客觀之標準，批評韻學舊籍之玄虛附會，曰：「舊籍韻書之屬判為『古韻』、『今

韻』『等韻』三科。而較其短長，或是古非今，罔識通變；或專己守殘，拘墟自封；或妄立『門法』，

徒滋迷離，均不足語於科學也。」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臺北：里仁書局，1982 年），頁 5。 
23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165。 
24  關於「對對子」試題之爭議及其輿論報導，請參閱蕭伊緋：〈陳寅恪“對對子”試題爭議始末——以北

平《世界日報》相關報導為中心〉，《關東學刊》2017 年第 5 期（2017 年 5 月），頁 11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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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夏，陳寅恪接受清華中文系代理主任劉文典（1890-1958）之請託，擔任清華

入學考試之國文命題。陳寅恪認為：國文試題必須考驗學子是否通曉文理，其關鍵在於檢

測其能否認識華夏語言文學之特質。若依此目標，應該如何命題呢？陳寅恪認為在中國文

法尚未成立之前，可暫用「對對子」的方法，測驗考生能否辨別虛實字、分別平仄聲，並

考察其語藏之貧富、思想之條理。雖說陳寅恪以「對對子」命題有其學理基礎，但卻與普

羅大眾的認知脫節，甚至也無法獲得新派學者的響應支持，引發社會輿論持續批判的聲

浪，25使陳寅恪成為眾矢之的，孤立無援，被迫不得不親上火線做出回應，闡述命題的理

念及其學理基礎。 

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陳寅恪陳述以「對對子」命題之用意，強調文法研

究應當凸顯出語言之民族殊性，否定憑少數語言所歸納出之規律作為普世通用之準則，指

出： 

 

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

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相，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系學

說，定為此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種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以概括萬族，

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

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26 

 

陳寅恪側重語文之「民族特性」，此一觀點與洪堡特的「語言世界觀」相契合，卻與

當時主流的「語言工具觀」脫節，兩者之間所存在的觀念落差，必得接受過德國語文學洗

禮的學者方能有深切體察，若非同道之人很難領會其中要旨。陳寅恪揣想，盱衡當時周遭

親近之友人，大概唯有傅斯年一人深入學習過德國古典語文學，能夠理解其不合常規之舉

措所隱含的深層意圖，在〈致傅斯年書〉中，陳寅恪私下回覆傅斯年詢問，再次申明以「對

對子」命題之用意，並以較諸〈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更為露骨、激切的言詞，重拳反

擊當時學界眼光之偏狹與落後，甚至憤恨表明若來年仍是由他命題，將只出「對對子」這

種題型。陳寅恪在寫給劉文典、傅斯年的書信中，如何批判當日主流的語文觀點？茲將陳

寅恪的說法，徵引如下： 

 

                             
25  社會輿論爭鳴集中發表在 1932 年 8 月 7 日～19 日《世界日報》的「讀者論壇」中，以反對意見居

多，主要的責難意見可概括為三點：1.「對對子」是復古倒退的測驗方式；2.「對對子」的考試內容

與中學國文教學的目標脫節；3.對子之優劣良窳不易客觀評定。 
2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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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譏笑。彼等既昧於世界學術之現狀，復不識漢族語文之特性，

挾其十九世紀下半世紀「格義」之學，以相非難，正可譬諸白髮盈顛之上陽宮女，

自矜其天寶末年之時世裝束，而不知天地間別有元和新樣者在。（〈與劉叔雅論國

文試題書〉）27 

 

在給傅斯年的信件中，我們得知陳寅恪以「對對子」命題其實別有「深意」，隱藏著

改革中學語文教育的理想目標。信中提及： 

 

中國對子與中國語之特點最有關，蓋所謂文法者，即就其語言之特點歸納一通則之

謂，今印歐系「格義」式《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捨與中國語特點最有關

之對子，而更用何最簡之法以測驗學生國文文法乎？以  公當知此意，其餘之人，

皆弟所不屑與之言比較語言文法學者，故亦暫不談也。……總之，今日之議論我者，

皆痴人說夢，不學無術之徒，未曾夢見世界上有藏緬系比較文法學，及印歐系文法

不能適用中國語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種語言統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遺傳習慣

不合於論理，非中國文法所應取法者也。弟意本欲藉此以說明此意於中國學界，使

人略明中國語言地位。將《馬氏文通》之謬說一掃，而改良中學之課程。（〈致傅

斯年〉）28 

 

陳寅恪之苦心孤詣，當時學界或許只有傅斯年能得其三昧，但傅斯年並卻未與陳寅恪

站在同一陣線，不見其挺身而出、發言響應。以旁觀者立場思考此樁事件，當日傅斯年的

沉默並不令人意外，因傅氏身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健將，向來積極力倡白話文，對於「對

對子」這種科舉制度下傳統文人的語文訓練，正是新文化運動者所要批判、揚棄的對象，

豈會背棄己身本有立場而發聲相挺？再者，如前文所述，傅斯年雖與陳寅恪於柏林大學一

同研讀古典語文學，但其學術思想卻明顯偏向於科學主義，與陳寅恪所持之「文化本位論」

並不相侔。經此事件後，或許陳寅恪也察覺到與傅斯年之間的隔閡，此後雖與仍與傅斯年

保持緊密聯繫，但卻也僅止於公務往來與私人情誼，在學術研究上二人已劃清界線，難以

再有交集了。 

「對對子」風波，歷時數週仍餘波蕩漾，想必對陳寅恪內心產生巨大衝擊，畢竟單憑

一己之力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不僅未能達到改良中學課程的理想，甚至連「對對子」

                             
27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7。 
28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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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曾再現於清華入學試題中；三十餘年後（1965 年），陳寅恪心中仍然惦念此事，在

將〈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時，又特別寫下五百餘字「附記」

加以補述。 

如上文所言，1932 年是陳寅恪學術第一次轉向的分水嶺，為何陳寅恪突然捐棄「歐

洲東方學」之故技？可能的因素甚多，但個人以為，「對對子」風波應是原因之一。因經

歷此事件後，陳寅恪頓時感覺在歐洲東方學研究道路上，已是曲高和寡、孑然孤立，欠缺

可以切磋論學之同道，既然海內不再存知己，倒不如捐棄故技，轉向「不古不今之學」，

全心投入中古文化史之研究。 

（二）實證考據——合本、格義之辨 

陳寅恪的治學方法，融合考據實證與義理詮釋，既有來自中國傳統之根柢，又能與西

方學術相融通。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指出：「如果用我們今天熟悉的觀念來說

明他的治學方法，我們可以說他是『實證』和『詮釋』參伍以求，交互為用的。」
29
首先

藉由「實證」的考據工夫，考訂謬誤、梳理文本，通讀文本的表層意義，達到「由字通詞」

的目的；其次，透過「詮釋」以闡發文本深層義理，達到「由詞而通道」的境界。 

 語文學者如何進行實證考據呢？通常運用「綜合分析、相互比較」之方法。然而，

問題在於：該如何選擇合適的比較對象呢？又該依照哪些步驟有序地進行對比呢？在〈與

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陳寅恪闡述比較考證法的根本要訣： 

 

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

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

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

因同系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

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

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

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也。30 

 

                             
29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49。 
30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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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語言學家運用「比較法」，嘗試構擬出已經死亡的原始祖語。此種歷史比較法乃

是基於物種演化的原理，試圖透過同源語言（或方言）之橫向對比，觀察同源語言之間的

形態差異，劃分出不同的演化階段，並參照語音演變之常態規律，排定其歷時演變的邏輯

次序，從而還原共同祖語的可能面貌。因此，運用歷史比較法推求語言之原始狀態，必須

以辨識是否「同源」為先決條件，此即陳寅恪所言「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 

然則，並非所有語文學者進行比較時均有正確的歷史觀念。當時中國的語法學者多取

歐洲語言來對比漢語，錯誤地將這兩種不同歷史來源的語料混同齊觀，如此只能得出「非

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在陳寅恪眼中，《馬氏文通》欠缺正確的歷史觀念，將

印歐語言語法框架強硬地套用在漢語結構上，其所歸納出的漢語語法，必然是異種混血所

生之「混沌怪物」，對此「馬氏謬種」必當除之而後快，以免抹滅了漢語之民族特性。在

〈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陳寅恪以「格義」一詞指稱此種牽強附會的詮釋謬誤，並

追溯「格義」的歷史來源，云： 

 

西晉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內典外書以相擬配，名曰「格義」，實為赤縣神州

附會中西學說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一類之課程言，亦祇能

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

等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

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概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

31 

 

追本溯源，「格義」式的漢語語法書源自於明末歐洲傳教士對漢語描寫與研究。歐洲

傳教士為快速通曉漢語，遂以拉丁文語法作為分析漢語結構之框架，編定學習漢語的教科

書，例如：西班牙傳教士瓦羅《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法

國傳教士馬若瑟《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等。這類西方傳教士編撰的

漢語語法書，原本只是迎合西方學習漢語便利之需求，難免以西方眼光看待漢語，是否真

切體現漢語的民族特色，並非其首要考量的問題。32降至清末，中國學者為追上西方強國

的腳步，模仿西方傳教士或漢學家的手法編撰漢語文法書，在有意或無意之中，直接將西

                             
31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3-224。 
32  關於近代西洋人之漢語文法論著，詳見李葆嘉：〈西洋漢語文法學三百年鳥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第 3 期（2020 年 5 月），頁 1-24。 



國文學報第七十二期 

 

- 264 - 

方世界的漢語觀套用在自身民族語言上，形成所謂的「漢學主義」33或「自我東方主義」

34，無形中反倒阻礙了我們對漢語自身特色的認知。 

陳寅恪反對格義式比較法及其所潛藏的謬誤與偏見，強調從事任何歷史考證之比較研

究，均應懷有「系統異同」之概念，不獨「語言學」如此，「比較文學」亦同。既然「格

義」方法實不足取，如何才算是正確可信的史學考證方法呢？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提

出「合本」比較法： 

 

夫「格義」之比較，乃以內典與外書相配擬。「合本」之比較，乃以同本異譯之經

典相參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結果迥異。故一則成為傅會中西之學說，如「心

無義」即其一例，後世所有融通儒釋之理論，皆其支流演變之餘也。一則與今日語

言學者之比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員珂之《楞伽經會譯》者，可謂獨得「合本」之

遺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覯之作也。35 

 

    陳寅恪區別「格義」與「合本」之異同，兩者同為六朝僧徒研究經典之法，其操

作方式均是藉由文句之相互參校以考證意義，但實質上卻有所不同，不得不細加辨別。「合

本」比較法乃是取同本異譯之文本相互參校，但除書面文本之外，比較法還可以擴展至出

土文物、外族文獻等材料上。36 

陳寅恪對於《馬氏文通》深表不滿、猛力批判，視之為「格義」謬說之代表；相較之

下，對楊樹達、沈兼士二人之訓詁學研究，則給予正面肯定、高度讚揚。在〈楊樹達《論

語疏證》序〉云： 
                             
33  「漢學主義」（sinologism）是仿效薩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所創造的新

概念。對於「漢學主義」的內涵，顧明棟解釋道：「漢學主義是一種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認

識論、方法論和西方視角的指導下所進行的有關中國的知識的生產，並因中國人和非西方人的參與

而異常錯綜複雜。其中不僅有西方人通過西方視角對中國文明的觀察，更有中國人通過西方認識論

和方法論對世界、對自己的文化，以及對自身的觀察。」顧明棟：《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後殖民

主義的替代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20。 
34  「東方主義」是指以西方視角看待東方文化；所謂「自我東方主義」，則是中國學者挪用西方視角審

視自身的文化。童慶生陳述「自我東方主義」的弊病，指出：「作為（前）東方主義的產物，西方漢

語觀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認識充滿謬誤和偏見，然而當它傳播到中國後，便開始強烈衝擊著中國語

文的自我認識和中國文化的自我理解，帶來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後果。」童慶生：《漢語的意義——語

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頁 213-214。 
35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165。 
36  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闡釋王國維的考據方法，歸納出三種比較方式：一曰取地下之寶物

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

材料相互參證。陳寅恪與王國維的治學理念最為契合，〈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所揭露的三種比較法，

也都體現在陳寅恪的文史研究中。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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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而天竺詁經之法，形似而實不同也。夫聖

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聖言簡奧，若不采意

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聖言，其言之矛盾疑滯

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聖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今先生匯集古籍中事

實與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並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

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闢一新途徑，

樹一新楷模也。37 

 

楊樹達《論語疏證》之訓詁方法，廣泛蒐集與《論語》之相關材料，考訂是非、解釋

滯疑，推求文本之真切意涵，此法與宋代司馬光、李燾的「長編考異法」近似，兩者均源

自於佛典中之「合本」比較法。38陳寅恪推舉以此方式註解，認為此法堪為訓詁學之新途

徑、新楷模。 

此外，在 1934 年〈致沈兼士書〉中，陳寅恪同樣也對沈氏〈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

革及其推闡〉一文大為讚賞，云： 

 

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極精確，實獲我心。大約中國語言文字之學以後只有此一條路可

走。「右文」之學即西洋語根之學，但中國因有文字特異之點，較西洋尤複雜，西

洋人蒼雅之學不能通，故其將來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滿意之結果可期；此事終不能不

由中國人自辦，則無疑也。然語根之學實一比較語言之學。讀大作所列舉諸方法外，

必須再詳考與中國語同系諸語言，如西藏、緬甸語之類，則其推測之途徑及證據，

更為完備。此事今日殊不易辦，但如德人西門，據高本漢字典，以考西藏語，便略

有發明。西門中國學至淺，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績者，其人素治印歐比較語言學，故

於推測語根分化之問題，較有經驗故耳。總之，公之宗旨、方法，實足樹立將來治

中國語言文字學之新基礎，若能再取同系之語言以為參證之資料，則庶幾可臻於完

備之境域也。（〈致沈兼士〉）39 

 

                             
37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2。 
38  陳寅恪〈陳述遼史補注序〉：「趙宋史家著述，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遺意。誠乙部之傑作，豈庸妄子之書，矜詡筆削，自比於夏五郭

公斷爛朝報者所可企及乎？」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4。 
39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頁 171-172。 



國文學報第七十二期 

 

- 266 - 

沈兼士推闡宋代「右文說」，以《廣韻聲系》作為張本，利用漢字諧聲系統將字義相

關之聲符（字根）繫聯成「字族」，觀察不同字族之間的語義關連，進而應用「右文」以

探尋「語根」，藉此「橫向繫聯」、「縱向推源」的考證工夫，探求古今文字孳乳變易之

歷時軌跡。沈兼士的研究法與西方語根之學相近，但就語源學（etymology）立場觀之，

人類口語交際遠遠早於視覺化的文字，故今人推求語根不能只憑文字記號，應該結合親屬

語言、漢語方言等口語材料。陳寅恪既高度肯定沈兼士的研究路徑及其成果，但也展現他

個人對於歷史語言學的素養，提議除了運用「右文」材料外，更應參考德國漢學家西門華

德（Walter Simon）之作法，廣泛對比藏語、緬語等親屬語言材料，如此推求語源之證據

方能更為完備。陳寅恪對楊樹達、沈兼士二人大力褒揚，但卻不見對傅斯年《性命古訓辯

證》有任何評論，兩相對照，其冷熱之情、抑揚之意，亦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馬氏文通》一書的評價，陳寅恪雖給予負面評論，並斥之為「馬

氏謬種」，但胡適、趙元任的態度卻迥然不同。胡、趙二人早年均曾以《馬氏文通》作為

通曉漢語文法之啟蒙讀本，40且當時主流語法學家亦多對《馬氏文通》抱持著寬容、肯定

的態度，41如此更凸顯出陳寅恪觀點之「迥異時流」，其理想未免懸諸過高，故顯得有些

不合時宜。 

持平而論，格義式比較法是異質文明接觸初期的必然產物。不同民族之文化有其共

性，亦有其殊性，交流之初為求溝通便利，通常採取「求同去異」的權宜策略，暫且擱置

自身之特點，透過格義式比較，整合出非驢非馬的混合框架；然而，格義式比較也潛藏著

危險，尤其是居於弱勢的一方，往往屈從、依附在強勢文明之下，斲喪自身文化的認同感

與自信心，久而久之，便容易忘卻自身本有之民族特色，而陷入「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

托缽效貧兒」的窘境。易言之，格義式比較雖然有利於眼下之「會通」，卻有礙於日後之

「超勝」，可謂「短多長空」，治學者不可不辨。 

                             
40  胡適於 1960 年回憶道：「……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像我的〈爾汝篇〉、〈吾我篇〉，各字都有一定的

用法。所謂文法，是後人從活的語言之中分析出來的東西。我是從《馬氏文通》讀通文法的。」胡

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頁 232；趙元任回憶起

1907 年時的讀書經歷，說道：「我買了一本《馬氏文通》，乃馬建忠所撰之中文文法書，完全比照西

方語文的文法，讀起來極感興趣。」趙元任：《從家鄉到美國——趙元任早年回憶》（上海：學林出

版社，1997 年），頁 95。 
41  王震邦考察近數十年來中國語法學的發展，分析王力、周法高、呂叔湘、王海棻等學者對於《馬氏

文通》的評價與態度，發現中國語法學實際發展與陳寅恪的預期背道而馳，指出：「於今視之，陳寅

恪理想中的文法比較研究並未出現，格義式文法歷經後人修補，卻走出了另一條『大道』。」王震邦：

《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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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理詮釋——了解之同情 

陳寅恪之學術成就真能「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者，關鍵不在精通實證考據之學，而

在於側重義理之詮釋。「語文學」的任務不只是校訂文本、疏通字義，更得精準地闡釋文

本的真切含意，是以「語文學」與「詮釋學」（hermeneutics，或譯為「解釋學」、「闡釋

學」）本為一體、密不可分。42 

陳寅恪以建立「新宋學」為理想目標，又接受過「古典語文學」的洗禮，對於「詮釋

學」之重要有深切的體認。根據清華學生卞伯耕的課堂回憶，陳寅恪當年（1932 年）在

講授「晉至唐文化史」課程時，曾論及舊、新兩派治學之缺失，指出：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舊派失之滯。舊派作『中國文化史』，其材料採自廿二史

中〈儒林〉、〈文苑〉等傳及諸志，以及《文獻通考》、《玉海》等類書。……這

類文化史不過抄抄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人了解人民

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

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

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

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結論如果正確，對於我們的

材料，也有適用之處。……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為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範圍之外。

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不嫌瑣細。43 

 

 從上述引文可知，陳寅恪評判各派學者治學之優劣，不在於能否「上窮碧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東西」，而在於能否對於史料做出有條理、夠準確的「解釋」。因此，如何建

構精準詮釋史料的方法論？這問題自然成為陳寅恪史學思想的重點。44  

                             
42  沈衛榮指出：「與這種“文本語文學”相伴隨的還有一種被稱為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的研究方

法。這種方法注重考證文本的來源、成書時間和作者的身份等，旨在將一個文本置於還原了的語言

和歷史語境中來考察。由於“語文學”和作為一種學術方法的詮釋學（hermeneutics）之間並沒有一個

十分清楚的界線，二者最重視的都是如何正確地理解文本及這個文本所要表達的思想。」沈衛榮：《回

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2019 年），頁 9。 
43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陳寅恪先生傳》，頁 221-222 
44  據陳弱水觀察，陳寅恪史學方法論包含三項要素——嚴格的實證、想像力與感受力的發揮、歷史解

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觀念，指出：「對歷史研究的解釋層面之高度自覺與重視，不但是陳氏

史學思想的重要成分，也可能是他對代中國史學最有貢獻的所在。」陳弱水：〈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

陳寅恪——歷史解釋及相關問題〉，《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

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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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強調「了解之同情」對於歷史詮釋之重要性，45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

查報告〉（1930）中提及：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

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

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

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

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46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所工作之旨趣〉中高喊「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口號，47將乾嘉考

據學與實證主義史學相結合，認為透過史料記載可客觀還原事件真相，不必刻意深入挖掘

事件背後可能隱藏的道理；而研究歷史者，應當抱持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以科學方法考

證史料，避免摻入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此種去人文化、去脈絡化的研究趨向，近似於結

構主義語言學只關注語言「形式」的客觀描寫，而將複雜多變的「意義」暫且擱置不談。

相較之下，陳寅恪認為歷史事件並非全是偶然巧合、混亂無序的，其中有其必然的因果關

係，史學研究應當探查人事興替之隱微道理。 

在〈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1928）中，陳寅恪將歷史演進的規律類比於幾何原理，

指出： 

 

天下之至賾者莫過於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

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

關係。故以觀空者以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當然，

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寒柳堂集》）48 

 

歷史記載既是經過人為主觀去取，加上史料流傳過程必然有所散佚，如何才能從殘缺

史料中還原真實的歷史事件？又如何能夠掌握歷史演進之規律，從而求得「通識」、「真

                             
45  「了解之同情」來源為何？陳懷宇推測：此語出自於德語 Einfühlung 一詞，用以表示「移情」或「神

入」之意。陳寅恪之所以使用此一話語，其思想源頭實可追溯至赫爾德。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

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25。 
4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47。 
47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1928 年 10 月），

頁 3-10。 
48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一）》，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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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之理想目標呢？對於上述疑問，陳寅恪主張必須摻入「想像」（神遊冥想），具備

「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則，訴諸個人之想像，難道不會有陷入主

觀臆測、穿鑿附會的危險嗎？為防範主觀偏見之流弊，陳寅恪特別強調考證史實、詮釋思

想，必得同時兼顧「古典」與「今典」，49盡可能重演過往的歷史語境，設身處地與古人

站在同一立場思考，方能突破一時間一地域之侷限，以縱貫眼光通觀全局，達到「真了解」

之理想境地。否則，以自己主觀認知強加於古人，往往言論越有條理，則個人偏見涉入越

深，越遠離歷史真相。 

因欠缺「了解之同情」而引發詮釋之偏誤，不僅出現在哲學史研究上，在漢語音韻學

上更是明顯。當代語音史研究者在解讀古代韻學文本時，每每在尚未確切掌握文本性質、

作者意圖與受眾對象之前，便急著根據個人主觀認知判定音系性質、建構音系、擬測音值，

往往所擬構的音系越嚴整、音值越精細，卻反倒離真實語音系統越遠。陳寅恪在漢語音韻

學上的貢獻，得益於合理運用詮釋學方法，糾正前人詮釋音韻文本之誤差，並以「人」為

本位，從文化史視角提出新穎的問題，為建立人文主義音韻學研究而獨闢蹊徑、導夫先路。 

三、成果與評價 

嚴格說來，陳寅恪只能算是業餘的音韻學研究者。然而，正因其自覺站在主流學術群

體之外，相對保持客觀與冷靜，不受集體意識形態之羈絆，而更能看清主流模式的闕漏與

謬誤。根據上文論述，我們對於陳寅恪的為學目標、理論基礎、治學方法等已稍有理解，

在此認知基礎之上，則可進一步深入評述音韻學之研究成果及其學術意義。 

（一）論「發明」四聲（據〈四聲三問〉） 

追溯「平上去入」四聲名目之源起，實始於南齊永明年間，為審音文士沈約、周顒等

                             
49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解釋「今典」及其考證之難，指出：「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蓋所謂

『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故須考知此事發生必在作文之前，始可引之，以為解釋。否則，

雖似相合，而實不可能，此一難也。此事發生雖在作文以前，又須推得作者有聞見之可能。否則其

時即已有此事，而作者無從取之以其文。此二難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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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創立。50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漢語聲調在上古時期應該就已經存在了，四聲名目為

何遲到南齊時期才被沈約等人所確認呢？為何聲調數目適為「四」（而非五聲、七聲）？

又為何時間（不早不晚）恰好落在南齊永明年間呢？為何是沈約等人（而非其他人）所發

現呢？南朝史書論及聲調者，大多仍以傳統樂律之「宮商角徵羽」來區分聲調之差別，未

曾提及「平上去入」四聲之目，究竟傳統五聲與永明四聲之同異關係為何？上述疑問，是

主流音韻學家鮮少細想、普遍漠視的問題，卻是陳寅恪從文化史角度覷見，並想要試圖破

解的謎團。 

個人以為，欲討論「平上去入」的分類理據，必得先澄清幾個容易被混淆或誤解的觀

念：第一，「平上去入」為追求文學「聲律」而設，不同於語言學之「音位」用於辨別意

義；換言之，「平上去入」的語用功能與「平仄」相似，專用於文士階層之詩文創作，藉

由四聲之巧妙搭配，以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南史•陸厥傳》），

51營造出音聲迭代、韻律和諧的美感效果；第二，「平上去入」是審音文士主觀的、理想

化的分類，體現永明詩人對聲調範疇化（categorification）之獨特認知，而不同於今日語

言學田野調查之客觀描寫，故與其說沈約等人「發現」四聲，不如說他們「發明」四聲。 

其實，關於平上去入四聲之性質與功用，段玉裁、王國維已有清楚的認知，故二人主

張「四聲之說，專主屬文」，52陳寅恪即是受段、王二人的啟發，加上自身從文化史角度

的觀察與思索，遂撰成〈四聲三問〉一文，以問答體的文本形式，嘗試破解上述的疑難問

題，並提出以下幾項假說： 

1. 「平上去」三聲，乃依據及模擬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而來，再加上漢語本易分別的「入」

聲，適為「四聲」之數。 

                             
50  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引隋代劉善經《四聲指歸》：「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

沈氏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顒」。日•空海：《文鏡秘府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年），

頁 25-26。 
51  陳澧《切韻考》也指出沈約之「四聲」乃詩文聲律，云：「沈約《四聲譜》乃論詩文平仄之法，非韻

書也。若韻書則李登、呂靜早有之，不得云『千載未悟』。況韻書豈能使五字音韻悉異，兩句角徵不

同，十字顛倒相配乎？」清•陳澧撰，羅偉豪點校：《切韻考》（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卷 6，頁 159-160。 

52  段玉裁〈古四聲說〉子注云：「或謂四聲起於永明，其說非也。永明文章，沈約、謝脁、王融輩始

用四聲以為新變，五字之中音韻悉異，一句之內角徵不同。梁武帝不好焉，而問周捨曰：「何謂四

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謂如以此四字成句，是即行文四聲諧協之旨，非多文如梁武帝不

知平上去入為何物，而捨以此四字代平上去入也。」清•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收入《說文解

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87 年），頁 815-816。王國維〈五聲說〉曰：「（沈）約知有五聲而

作《四聲譜》者，以四聲為屬文而作，本非韻書，……。四聲者，就今音言之也，且五聲專以聲言，

四聲乃以聲音之運用於詩文言。」王國維：〈五聲說〉，《定本觀堂集林》上冊（臺北：世界書局，

1991 年），卷 8，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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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齊永明年間，審音文士與善聲沙門齊聚共居於建康，二者合作共同創造出四聲。 

3. 「宮商角徵羽」為傳統本有之理論，「平上去入」為西域輸入之技術；五聲用於「論

理」，四聲則用於「屬文」，兩者為體用之關係，各自承擔著不同的語用功能。 

相較於主流音韻學家，陳寅恪的詮釋凸顯出幾項「迥異時流」的觀點： 

A. 以文化為依歸 

主流音韻學家基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立場，或關注聲調的物理屬性，或側重調值之形

式描寫，如：劉復《四聲實驗錄》（1924）以聲學儀器測量聲調的音高變化、趙元任“A System 

of Tone Letters”(1930)創立標示調值的「五度制標調法」。相較之下，陳寅恪則從文化史

角度著眼，關注中國與天竺的文化交流過程，從語言外部探索四聲之分類理據與歷史來

源，主張：四聲之別乃肇因於「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於中國之美化文」（1934：329），

可說是永明時期審音文士與善聲沙門交流互動之結晶，遂以《高僧傳》所載作為主要憑據，

又與其他史籍之文相互釋證，試著闡釋四聲說成立之社會環境與時代背景。 

B. 以「人」為本位 

主流音韻學家以「音」為本位，關注語音的形式描寫與歷史重構，進而探索語音演變

的普遍規律，假設說話者為「理想人」，將其主觀因素排除在外，且不考慮與文化傳承、

環境互動。相較之下，陳寅恪治史十分強調個人家世、民族文化，一則根據《高僧傳》檢

索諸多善聲沙門之身世背景，知曉這些西域胡人從何而來、聚居何處、何時最盛……等，

推斷「建康經唄之盛，實始自宋之中世，而極於齊之初年」；一則以「南齊竟陵王蕭子良

造經唄新聲」之史事為軸心，考察沈約、周顒等永明新體詞人之家世與興趣，並推論永明

文人精於審音可能是受到當日善聲沙門之薰習。 

C. 明辨體用之別 

學者關注聲調問題，主要可分為「本體」與「功能」二種路徑。前者關心「聲調是什

麼」屬語音學範疇，後者則留意「以聲調來做什麼」屬語用學範疇，兩者雖然有所關聯，

但卻不應混淆不分。 

漢語聲調之物理特徵，主要取決於「音高」（pitch）之高低升降，故古人描述聲調之

特點，大多借用傳統音樂術語「宮商角徵羽」五聲，而南朝文士討論聲調屬性，亦多承襲

傳統以五聲為言。既是如此，為何還要另創「平上去入」四聲之新說呢？對此項疑問，陳

寅恪襲取晚清改革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作為詮釋框架，認為傳統「宮商角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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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用以討論音理，即所謂「中學為體」，而新創之「平上去入」乃西域輸入之實用技術，

專為屬文而設，藉以創造文學韻律美感，此即所謂「西學為用」。在《元白詩箋證稿》中，

陳寅恪將沈約「創立四聲」與韓愈「以古文寫小說」相類比，認為二者皆因「以古為體，

以今為用」而獲致成功： 

 

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論多矣，實則對外之宣傳，未必合於其衷心之底蘊

也。沈休文取當時善聲沙門之說創為四聲，而其論文則襲用自昔相傳宮商五音之

說。韓退之酷喜當時俗講，以古文改寫小說，而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乃

吾國文學史上二大事，而其運動之成功，實皆以古為體，以今為用者也。（〈新樂

府〉）53 

 

陳寅恪對於上述迥異時流的發現，展現出高度自信，云：「四聲與經聲之關係，迄今

千四百餘年，尚未有人略能言及。……茲特為發其覆如此，而今而後，庶幾不致『此密未

覩』乎？」今日觀之，此文可謂鑿破混沌，在學術界掀起了浪潮，此後學者們開始關注四

聲與佛經轉讀、永明文學之關係，吸引了音韻學家、文學家、佛學家紛紛加入討論，贊同

支持者有之，反對質疑者亦夥，54有許多問題至今仍是未了之公案。 

陳寅恪大膽的「異見」是否確切可信？或許仍有待商榷，但其秉持「獨立精神、自由

思想」的信念，跳脫主流音韻學之狹隘格局，轉而從文化史視角思索問題，並吸引學者們

前仆後繼進行跨領域的多元思考，此正是其學術魅力之具體展現。 

（二）論籍貫、階級與身份認同（據〈東晉南朝之吳語〉） 

在交際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會影響言語行為呢？籍貫、階級與身份認同，均是可能因

素。但何種最為關鍵呢？主流音韻學家依循客觀主義哲學觀，預設音韻文本多能客觀反映

編撰者的實際語音，因而特別看重「籍貫」（地理位置）對語音變異所造成的影響，通常

大多先入為主地假定：人們自幼習得的母語（方言），將對個人發音習慣烙下無法抹滅的

                             
53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三）》（臺北：里仁書局，1982 年），頁 162-163。 
54  陳寅恪〈四聲三問〉一文影響深遠，俞敏、饒宗頤、平田昌司等均曾撰文討論，表達正反意見。關

於學者們爭論之諸項議題，牽涉甚廣，實非本文所能一一詳述，相關討論可參見譚世寶：〈陳寅恪的

《四聲三問》論衡〉，收入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643-665、譚潔：〈關於「四聲」與佛經轉讀關係的研究綜述〉，《河北大學學報》第 34 卷 3
期（2009 年 6 月），頁 4-8、盧盛江：〈四聲發現與佛經轉讀關係再考察〉，《社會科學戰線》第 9 期

（2015 年 9 月），頁 1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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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印記。基於此一假設，當主流音韻學家解讀音韻文本時，若發現音韻系統出現參差不

齊的現象、或逸出演變常規的例外，經常歸因於編撰者之籍貫不同所致。 

不同於主流音韻學家，陳寅恪從文化史立場思考問題，根據南朝史籍記載，觀察庶人、

士族的不同言語行為，特別留意「社會階層」與「身份認同」所造成的影響。從語用學觀

點而言，言語行為總是順應著交際之對象、目的、媒介等變數而靈活調整。在日常口語交

談的情境中，東晉南朝之庶人階層慣用吳音，而士族階層則慣用北音，此即《顏氏家訓•

音辭》所言：「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然而，一旦寫詩用韻，則無論庶

人或士族、無論北人或吳人，均避用吳音、同用北音。何以如此？蓋因交際對象、目的有

別，其所展現的「身份認同」亦隨之而異。縱使出身吳地寒門之庶人，在臨文用韻時也得

附庸風雅，使用能體現高雅風格的北音，以力求躋身於上流社會階層，爭取他人的讚賞與

認同。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指出庶人假冒士族的「偽雅」行為，55並提醒主流音韻

學者細心留意： 

 

除民間謠諺之未經文人刪改潤色者以外，凡東晉南朝士大夫以及寒人之能作韻者，

依其籍貫，縱屬吳人，而所作之韻語則通常不用吳音。……吳之寒人既作典雅之韻

語，亦必依仿勝流，同用北音，以冒士族，則更宜力避吳音而不敢用。故今日東晉

南朝士大夫及寒人所遺傳之詩文，雖篇什頗眾，卻不能據以研究東晉南朝吳音與北

音異同及韻部分合諸問題也。56 

 

陳寅恪迥異時流的說法，無疑挑戰主流音韻學家的固有認知，自然料想到必會招致質

疑。試想：倘若東晉南朝詩歌不能客觀反映吳地方音，那又該如何解釋不同籍貫之詩人用

韻不齊的現象呢？在〈東晉南朝之吳語〉中，陳寅恪預先站在主流學者的立場思考，並且

設問自答： 

 

或問曰：信如子言，東晉南朝詩文其用韻無吳北籍貫之別，則何以同一時代，而詩

文用韻間或不同？其中豈亦有因吳北籍貫之異而致參差不齊者耶？ 

                             
55  「偽雅」（snobisme）是各民族長久以來普遍存在的現象，佛雷德里克•魯維洛瓦（Frédéric Rouvillois）

說明偽雅者的心態，云：「偽雅士不是一個貴族，而是一個渴望成為貴族的人，或者是羨慕貴族派頭

和特權的人，通常來說，偽雅士渴望獲得一種高於其現有地位的社會地位；他是一個僭越者，一個

模仿者，還經常是一個在各方面都虛榮自負的人。」法•佛雷德里克•魯維洛瓦著，李聖雲譯：《偽

雅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 年），頁 7。 
56  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1 分（1936 年 3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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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曰：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籍貫雖有不同，然大抵操洛陽近傍之方言，似無疑

義。故吳人之仿效北語亦當同是洛陽近傍之方言，如「洛生詠」即其一證也。由此

推論，東晉南朝疆域之內其士大夫無論屬於北籍，抑屬吳籍，大抵操西晉末年洛陽

近傍之方言，其生值同時，而用韻寬嚴互異者，既非吳音與北音之問題，亦非東晉

南朝疆域內北方方言之問題，乃是作者個人審音之標準有寬有嚴，及關於當時流行

之審音學說或從或違之問題也，故執此不足以難鄙說。57 

 
對於各地詩人用韻不齊的現象，陳寅恪認為並非反映實際方音之差異，而是源自於個

人審音標準之或寬或嚴、對於審音學說之或依或違，乃是受個人主觀因素影響所致，體現

個人對韻部劃分與音理闡釋之獨特認知。換言之，不同籍貫詩人用韻分合之現象，或許難

以施用於方音史之研究，但卻是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 

（三）論《切韻》性質與音系基礎（據〈從史實論切韻〉）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選擇陸法言《切韻》作為建構漢語語音史的關鍵文獻。高

本漢以中古《切韻》音系為基礎，向上推溯上古音韻系統，向下則與現代漢語方言相對應，

從而建構出漢語語音史的歷時演變脈絡。由此可見，《切韻》在語音史上的地位猶如中流

砥柱，一旦有所鬆動，將對高本漢的語音史典範帶來巨大的挑戰。 

《切韻》音系性質為何？無疑是「語音史」研究首先必須確認的問題。然而，迄今為

止，這個關鍵問題仍是爭論不休，學者之間仍然存在著對立的意見。58依高本漢的看法，

《切韻》反映一時一地之音（七世紀的長安音），但此種單一音系的想法，顯然與陸法言

〈切韻序〉所云：「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之編撰理念不符，已受到現代音韻學者的質疑；

儘管如此，但高本漢的觀點並未因此被徹底拋棄，而是改頭換面，以一種非驢非馬的混沌

形態繼續存在。對此，潘文國以〈漢語音韻研究中難以迴避的爭論〉（2002）為題，提出

四項無可逃避的問題： 

1. 《切韻》是單一音系？還是綜合音系？ 

2. 若《切韻》兼容古今南北，是如何將多種體系綜合在一起？ 

3. 《切韻》與早期韻圖的關係為何？ 
                             
57  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頁 4。 
58  《切韻》音系的性質為何？歷來存在各種不同說法。李海英區分各家學說之異同，先分成「口語音」、

「讀書音」兩大類，再細分「單一論」、「吸收論」、「綜合論」三次類，共計分成六類。李海英：〈《切

韻》性質研究綜論〉，《魯東大學學報》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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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切韻》若是綜合音系，能否構擬音值？該如何構擬？ 

其中問題 4，無疑直接戳中了高本漢學說之軟肋，足以撼動其立論基礎。59對「語音

史」研究者而言，潘文國（2002）的文章猶如震撼彈，激發漢語音韻者對《切韻》性質之

重新檢視，掀起了一波討論熱潮。但直至今日，學者對《切韻》性質仍聚訟紛紜、呶呶不

休。如何才能釐清《切韻》音系之爭端呢？或許解謎關鍵就在於變換視角、擴大視域，盡

可能回歸古人的生活情境，設身處地站在古人的立場思考，進而深入追問：為何《切韻》

肇始於隋代開皇年間？為何參與審音者是劉臻等八人，而非其他人？為何審音過程是

「蕭、顏多所決定」呢？為何《切韻》撰成後，陸法言謙稱「直欲不出戶庭」？……等文

本外圍問題。 

早在八十餘年前，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一文，已展現迥異時流、不逐隊隨人之創

新，嘗試走出「語音史」的狹隘格局，轉而從制度史、文化史的角度論述東晉南朝士族階

層的「雅言觀」，進而對《切韻》性質做出新的詮釋。若以學術史的眼光評價陳寅恪〈從

史實論切韻〉，個人以為該文有以下幾項貢獻： 

1. 釐清語音的功能變體 

語言是具適應性的複雜系統，在現實交際環境中，說話者為求得體合宜、切合身份，

必須順應交際環境之變化而靈活調整語言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功能變體。以文字書寫為

例，有篆書、楷書、行書等不同書寫形式，各自擔負著不同交際功能：刻印題匾時，可選

用篆書，營造古典高雅的風格；書寫正式文件，多用楷書，顯得工整而清晰；私人紀錄，

則多用行書，以求迅速流暢。同樣道理，語音亦有其功能變體，以「白」字音讀為例，在

現今台灣的社會語言環境中，僅就個人親身之經歷而言，經常可聽見四種讀音： （國

語白讀）、 （國語文讀）、 （閩南話白讀）、 （閩南語文讀音），各有其

適用情境與交際功能。由此可知，東晉南朝之士族階層亦有其不同語音變體，在討論《切

韻》性質之前，必須仔細釐清不同的語音變體。 

                             
59  潘文國對「語言史」研究者發出警示，指出：「如果綜合音系確實能夠成立的話，按照合理的邏輯推

理，在客觀上就勢必推翻高本漢體系的整座大廈。高本漢體系已經慘淡經營了半個多世紀，在國際

國內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廣泛影響，甚至已成了『現代漢語音韻學』的標誌。同許多人一樣，這並不

是我們願意看見的結果。」潘文國：〈漢語音韻研究中難以迴避的論爭——再論高本漢體系及《切韻》

性質諸問題〉，《古漢語研究》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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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初年，士族階層的言語行為存在哪些語音變體？如何區分雅、俗？判斷風格差異

的標準為何？根據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的剖析，東晉時期至少存在著四種不同的語音

變體，60依照由「雅」到「俗」的程度排列，其次序為： 

A. 洛生詠—東晉以前，洛陽太學生誦讀經典之雅音 

B. 南音—東晉金陵士族階層讀書音 

C. 北音—東晉洛陽士庶階層讀書音 

D. 吳音—東晉金陵庶人階層口語音 

上述四種不同語音變體之間，有何差別？有何關連？若分別從「情境」、「時代」、

「地域」、「親緣」的角度著眼，可窺見語音變體之間的各種交互關係： 

 依「情境」區分：A、B、C 三者為讀書音，D 則為口語音。 

 依「時代」區分：A 的時代最為古老，為西晉以前之洛陽舊音，只殘存在豪門貴族的

家庭教育中，為貴族階層所獨有之文化資本，堪為上流人士身份地位之表徵。 

 依「地域」區分：A、C 為北方語音，B、D 為南方語音。 

 依「親緣」區分：A、B、C 三者同出一源、關係親近；A 為源頭，派生出 B、C 二

個分支，其中 A 與 B 的親緣關係較近。61 

蕭該、顏之推等人「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又以哪項條件作為主要的審音標準

呢？如同陸法言〈切韻序〉所言：「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切韻》一書乃為創作詩

文之需求而編，故就上述四種語音變體而言，自然是以 A（東漢洛陽舊音）為理想之審音

標準。關於「洛陽舊音」之性質，陳寅恪進一步解釋： 

 

大抵吾國士人，其平日談論所用之言語，與誦習經典諷詠詩什所操之音聲，似不能

完全符合。易言之，即談論唯用當時之音，而諷誦則常存古昔之讀是也，依此，南

方士族，其談論乃用舊日洛陽通行之語言，其諷誦則準舊日洛陽太學之音讀。考東

漢之時，太學最盛，且學術文化，亦有綜合凝定之趨勢。頗疑當時太學之音聲，已

為一美備之複合體，此複合體即以洛陽京畿之音為主，且綜合諸家師授，兼採納各

                             
60  本文將相同概念意義之不同語音形式稱為「語音變體」，此乃是從社會語言學角度而言。何大安稱之

為「層次」，則是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觀察。何大安：〈六朝吳語的層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64 本第 4 分（1993 年 12 月），頁 872。 
61  顏之推云：「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收入

《叢書集成初編》第 97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73。案：永嘉之亂後，北方豪門高官

隨晉室南渡，將洛陽舊音亦保留在江左，故南方士族之語音較北方士族更為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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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音而成者也。……故本文“洛陽舊音”一詞，不僅謂昔日洛陽通行之語音，亦兼

指謝安以前洛生詠之音讀。特綜集各地方音以成此複合體之新音者，非陸法言及

顏、蕭諸賢，而是數百年前之太學博士耳。62 

 
「洛陽舊音」是個外延模糊的概念，據陳寅恪推測，可能是由洛陽京畿舊音、經師講

授之讀音、各地方音混雜而成的「美備複合體」。再者，時過境遷，數百年前之洛陽舊音

已難恢復、鮮人通曉。隋朝統一南北分治局面後，若想要編撰一本韻書，作為天下文士作

詩用韻共同依循的語音標準，面對當時之境況，審音者只得退而求其次，以 B 為基礎，

以 C 為參照，並且盡可能去除 D 之干擾，從而創造出超越現實方言之上的理想化音系。63

因此，能夠擔負審音任務者，必然得通曉 B、C，並且對 A、D 有識別能力之正音士族，

其中主導者蕭該、顏之推二人為南朝之僑姓高門，參證者盧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

魏澹等人則是北朝正音世家，64參與《切韻》審音之人莫不語音切正，咸以文學聞名，故

魏彥淵敢勇於自信向陸法言說道：「我輩數人，定則定矣」。 

2. 證偽高本漢之學說 

高本漢《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我們用『中古漢語』（Ancient Chinese）指代《切

韻》纂集的公元 600 年左右的語言，這實質上就是陝西長安方言。這一方言在唐朝成為一

種共通語（Koine），除沿海的福建省以外，全國各州縣的知識界人士都說這種語言」65高

本漢認為《切韻》是七世紀長安音，是唐代通用天下的共同語，此一論斷乃是以西方眼光

詮釋中國傳統韻學文本，顯然欠缺「了解之同情」，有違歷史事實。陳寅恪〈從史實論切

韻〉一文，羅列諸項證據以駁斥高本漢學說，消極證據有三：1.從《切韻•序》可知此書

是基於劉臻等八人之審音結果，並參考古今字書而寫定，非當時某地行用之方音。2.陸法

言編撰《切韻》所用之主要材料，全無關中人士之著作。3.決定審音原則之諸賢，全無關、

隴人士。另外，陳寅恪又提出兩項積極證據：1.《切韻•序》談及各地方言之失，獨不見

                             
62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66。 
63  朱曉農對闡述對《切韻》性質的看法，指出：「《切韻》『具有異質音素』，意思是有一個音系作為底

本，加上些其他來源的音素。……『具有語音基礎』，但不代表某個活音系。也就是說，每個字都念

得出，卻不是任何人的母語，甚至不是任何地方的書音系統。這是一個理想系統。」朱曉農：《方法：

語言學的靈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89。本文對於《切韻》性質的看法，與朱

曉農一致。 
64  史睿指出：「參與撰定《切韻》的北朝學士，不難發現有兩方面的共同特徵：其一是各家均通達音韻

之學，其一是各家均與南北交聘有關，他們或者本人曾任聘使，或者家族中曾有人擔當聘使。」史

睿：〈北朝士族音韻之學與南北交聘〉，《文史》第 4 輯（2016 年 11 月），頁 61。 
65  瑞典•高本漢著，聶鴻音譯：《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濟南：齊魯書社，1987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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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一區，可知中原（即洛陽近傍之音）乃諸賢心中之正音。2.由「蕭、顏多所決定」，

可知南方士族語音比較接近正音。陳寅恪總結上述五項證據，對高本漢的說法予以證偽，

指出： 

 

陸法言之寫定《切韻》，其主要取材之韻書，乃關東江左名流之著作。其決定原則

之群賢，乃關東江左儒學文藝之人士。夫高齊鄴都之文物人才，實承自太和遷都以

後之洛陽，而東晉、南朝金陵之衣冠禮樂，亦源自永嘉南渡以前之京邑（即洛陽），

是切韻之語音系統，乃特與洛陽及其附近之地域有關，自易推見矣。又南方士族所

操之音聲，最為接近洛陽之舊音；而切韻一書所遵用之原則，又多所取決於南方士

族之顏、蕭。然則自史實言之，切韻所懸之標準音，乃東晉南渡以前，洛陽京畿舊

音之系統，而非陽隋開皇、仁壽之世長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66 

 
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縱使高本漢所主張「《切韻》反映單一音系說」已

被陳寅恪所證偽，但直至今日，高本漢的「語音史」典範仍然維持著主流的地位，音韻學

者們依然為「《切韻》性質為何？」這問題而時有爭論。 

3. 以縱向眼光追溯雅音發展脈絡 

當代主流音韻學者依循高本漢「語音史」路徑，大多從「共時」層面著眼，以橫切角

度詮釋文本，故將《切韻》音系定位為一時一地語音，亟欲尋找某個實際方言點作為《切

韻》之基礎音系，如此方能著手擬構音值。然則，陳寅恪採取文化史路徑，故從「歷時」

層面著眼，以縱貫角度詮釋文本，認為《切韻》音系並非一時一地之現實音系，而是由歷

代士族階層的雅音逐漸遞演、層層積澱而成，其源頭可上溯至東漢洛陽太學生之讀書音。

共時、歷時觀點之差異，即如下圖所示： 

 

 

 

 

 

 

 

                             
6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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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切韻》是陸法言依據群賢遺意，並參考古今字書而撰定，文中蘊含不同時代、

不同地域的語音材料，是人為的理想化音系，絕非一時一地之方音實錄。高本漢堅持《切

韻》為單一音系說，暴露出西方漢學家欠缺史學通識之弊病。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

審查報告〉（1930）中，陳寅恪對於今人欠缺史學之通識而導致詮釋謬誤提出批評： 

 

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

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

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齗齗致辯於橫切方面，此亦缺

乏史學之通識所致。67 

 
總結上述，陳寅恪從文化史角度詮釋音韻現象，不跟隨著主流的語音史典範，展現「迥

異時流」的獨立精神。雖然陳寅恪提出的觀點，不乏主觀臆測、尚待商榷之處，例如：四

聲是否來自佛經轉讀，是否溯源至天竺圍陀聲明論？東漢太學生雅音是否為美備複合體？

等等。無論如何，陳寅恪不囿於常規的奇思妙想，體現出「新而不怪，奇而不邪」的創見，

比起循規蹈矩、平淡庸常的定見更具啟發性，更具有吸引後學投入的學術魅力。陳寅恪在

〈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寫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

                             
67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48。 

東漢讀書音 

曹魏／西晉讀書音 

洛陽—北朝讀書音 金陵—南朝讀書音
音 

歷
時 

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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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68如今

看來，若以這段話來評價陳寅恪的音韻學成就，應該也是頗為恰當的。 

四、結語 

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二〉：「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以學術發展史的眼光觀看，某些曾經引領風騷、風靡一世的學說，當

下或許受到學人爭相追隨，如今卻已成為明日黃花；相對的，某些曾被主流群體輕忽蔑視

的奇異觀點，時過境遷後，卻反倒能拂去塵埃、熠熠生輝，散發出獨特而睿智鋒芒。陳寅

恪的音韻學研究，正是在其學術思想土壤上所開的奇葩，有別於高本漢「語音史」之科學

化模式，洋溢著獨特的人文魅力。 

近百年來，漢語音韻學沈浸西方中心論的慣性思維中，音韻學者往往以西方眼光看待

中國韻學文本，忽略了應以「了解之同情」，設身處地去理解作者的主觀意圖與思想背景，

致使音韻學研究逐漸失去人文主體性。陳寅恪以文化史視域梳理歷史文本、解釋音韻現

象，融合考據實證（漢學）與義理闡釋（宋學），不啻為自立於舊派、新派之外的一股異

流，在當前主流音韻學日漸疲弊之際，對於音韻學未來之開展特別具有啟發作用，值得我

們以開放的態度重新予以關注。 

 

 

 

 

 

 

 

 

 
  

                             
68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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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best known as a historian, Chen Yinque was an erudite scholar in many fields. For 

example, in his early period of studying abroad, he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German 

classical philology, as indicated in his “Sisheng Sanwen” (1934), “On Wu Chinese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1936), “On Qieyun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1949).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mentioned in these articles ha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of Chinese phonology. 

H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en’s research on Chinese phonology by analyzing (i) his 

genealogy of scholarship, (ii) research methods, and (iii) his influences and inspirations, and 

finally elaborates his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ties that his phonological systems 

exhibits——which stands in contrast to Bernhard Karlgren’s model of history of phonology. 

Therefore, the paper wishes to open up a new category of scholarship that mends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former scholarship in this field in order to exhibit the rules for future 

scholars. The researcher wishes that it would serve as an example of shift for the future Chinese 

phonology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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